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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生态现代化试图以“生态理性”来调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间的张力，但受资本逐利本性的制约，

其“生态理性”实质仍属“经济理性”范畴。生态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展开

了系统批判，但存在理性对立的偏颇与实践转化的困境。相较而言，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立足于社会主义

制度，在辩证否定前两种理性的基础上，生成“生态经济理性”，以“更高更优更美”作为价值取向，

旨在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在更高层次的有机统一。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尝试为“中国式生态现代化”

提供一种哲学层面的理性建构。文章通过对西方主流生态现代化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两种重要思潮

的比较与批判，为阐述中国方案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建立了重要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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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er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seeks to reconcile the tension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
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ecological rationality”, yet, being constrained by capital’s inherent 
drive for profit, its “ecological rationality” in essence remains subsumed under “economic rational-
ity”. Ecological Marxism, in turn, offers a systematic critique of capitalist “economic rationality” but 
is hampered by a one-sided opposition between rationalities and difficulties in practical implemen-
tation. By contrast, Chinese-style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draw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strengths 
of socialism, dialectically negates both of the preceding rationalities and generates an “eco-eco-
nomic rationality”, with “higher, more optimal, and more beautiful” as its value orientation, so as to 
realize a superior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The con-
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to offer a philosophical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style eco-
logic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a comparative critique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logical modern-
ization theory and ecological Marxism, the paper establishes a crucial reference system for articu-
lating the distinctiveness and advantage of the Chines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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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张力是关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议题。西方现代化在推动

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催生了各种社会危机。为应对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生态问题，西方出现了生态

马克思主义学派，以福斯特、高兹为代表，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反生态进行了系统批判，并提出

“生态理性”作为替代方案。但因资本逐利本性的深度嵌入，西方生态现代化终未摆脱“经济理性”的

桎梏。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成了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在生态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中国既没有

简单重复“经济理性”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旧路，也没有照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性”的以生态抑制

发展的新路，而是在批判吸收二者的基础上，以“更高更优”代替“越多越好”，以“更优更美”代替

“少而好”的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经济理性”。 

2. 西方生态现代化“生态理性”的实质及资本逻辑下的“经济理性” 

20 世纪 80 年代，面对日益深化的现代性生态问题，西方学者提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然而，深入考察

其演进历程各阶段的理性取向与内在逻辑便会发现：尽管对“生态理性”做出了明确而系统的理论阐发，

但因未能突破资本逻辑，仍属于“经济理性”范畴。 

2.1. 解放生态与复归“生态理性”的理论构想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是为调和现代化与生态化之间的矛盾，应对经济发展所引起的环境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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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使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相包容，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协调发展。 
针对解放生态与复归“生态理性”的问题，西方学者通过引入“生态”理念，将生态嵌入现代化体

系，以此促进生态化与现代化的深度融合，从而让生态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独立地位，重建“生态理性”

的主导地位。第一，将生态从经济活动中分离开，确立其独立于经济活动并与之对等的地位；第二，谋

求“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统一，在经济活动中兼顾生态友好，确保二者并行不悖；第三，以“生

态理性”为边界，约束好其他理性(经济、政治、科技)的作用范围。因此，在西方现代化理论中，“生态

理性”与其他理性彼此独立而又兼顾并行，它不排斥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而是力图成为与经济、政治

携手前进的一方。 

2.2. 资本逐利本性下“生态理性”复归的实践困境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西方生态现代化做出许多调适，其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欧洲大陆模

式较为典型。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通过为不同地区或企业定制不同的排放标准，内

化环境成本，但政策严格性弱，碳排放量仍较高；以德国、荷兰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倾向于制定统

一标准，政策严格性强，实现了更低的碳排放水平。莱茵河治理是欧洲大陆模式的成功典范，通过建立

跨国的“保护莱茵河国际委员会”和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实现了高效的协调治理。 
简尼克强调，只要通过社会结构性变革形成更有利于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就可以解决

环境问题、化解生态危机[1]。但西方生态现代化的实践表明，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续，资本逐利便不

会停止运行，“生态理性”难以真正彰显。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既无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

也无心谋求制度层面的实质性变革，仅寄希望于技术创新来缓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杰文斯悖

论”揭示了技术的局限，即提高单位资源的使用效率并没有带来资源的节省，反而刺激需求和生产规模

的扩大，造成“绝对数量”的资源消耗。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理论上高扬“生态理性”，在实践中却依

旧遵循“经济理性”，由此加速了对自然的掠夺式开发，激化了人与自然的深层矛盾，使生态危机持续

蔓延。在面对经济友好还是环境友好的分叉路口时，有更利于生态环境但成本更高的处理方式，却亦然

选择不利于生态环境的低成本处理方式，即是资本逐利性的典型映照。这不仅显示出西方生态治理体系

的无力，更使其所标榜的“生态理性”失去了实质性说服力。 

2.3. 资本逐利本性下的“生态理性”实则是另一种“经济理性” 

内嵌于资本运行的“经济理性”，以“越多越好”的无限增长为本性，必然激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而引发生态危机。西方现代化在资本主导下始终为“经济理性”所支配，其服务资本逐利、维护资本主

义制度的宗旨与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均无实质性改变。 
“西方生态现代化力图通过技术革新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在生态文明的社会新形态

中的平衡。”[2]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被资本裹挟，技术发展的方向并不服务于“生态理性”，反而在反

生态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优势与技术优势，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至

发展中国家，以他国生态破坏为代价换取本国环境改善。“经济理性”支配下的资本积累，内在地要求

生态剥削与压迫。西方生态现代化的协调效益既不普惠，又通过产业转型将失业与能源上涨的代价转嫁

给低收入群体。归根结底，这种以利益至上、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本位的现代化，漠视生态正义、纵容生

态掠夺，绝非全球生态现代化的正途。 
因此，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通过“生态”的再植入恢复“生态理性”，但因其受限于资本逐利本性，

回避制度变革，最终未能摆脱“经济理性”的支配。所谓的“生态理性”也不过是“经济理性”的变体。

这表明，唯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根本性的社会与制度重构，才能真正实现生态与现代化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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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态马克思主义下“生态理性”的两面性 

福斯特、高兹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西方生态现代化“生态理性”名实相悖的基础上，系统阐

发了“生态理性”的理论内涵与框架。高兹认为：“不限制资本主义积累的冲动和通过约束自我来减少

消费，就不可能有生态现代化。”[3]。 

3.1. 对西方生态现代化“经济理性”的批判性解读 

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奉行“经济理性至上”的资本主义展开透彻分

析。高兹便是其中一员。他认为，“经济理性”发端于“计算与核算”，是一种以冰冷数字衡量不可衡量

之物，并一味追求“越多越好”。 
西方生态现代化承续了现代性危机，仍以“经济理性”作为支撑，加剧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

张关系。一方面，西方生态现代化实质上是对环境问题作出的内部调适，并未撼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

也避开了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实质性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不变，生态现代化所倚仗的理性只能是“经

济理性”，但该理性兼顾不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固化的情况下，西方生态

现代化充斥着“经济理性”的思维定式，醉心于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在利润驱使下，生产者、销售者等唯

一目的就是提高利润，导致“进入生产过程的工人将被剥夺他们的人格和个性、他们个人的目的和欲望”

[3]。高兹由此断言，资本主义逐利的本质与环境保护根本对立，其利润动机必然引致对绿水青山的破坏。 

3.2. 生态马克思主义“更少但更好”的“生态理性”取向 

“经济理性”以“越多越好”为信条，却无视“多”未必“好”的基本事实。凭借消费刺激与需求扩

张追求资本增殖，它在创造“金山银山”的同时毁灭了“绿水青山”，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随之加剧。相

反，“生态理性”则倡导“更少地劳动，更好地生活”。 
福斯特从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概念出发，强调资本主义大工业对自然循环的物理性破坏，主

张通过社会所有权和计划性生产修复自然与社会的物质变换。奥康纳提出“第二重矛盾”来揭示资本积

累对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设施的破坏，主张通过国家干预和社会运动调节生态分配正义。高兹则聚焦于

劳动分工、技术选择与消费异化，将“生态理性”锚定在自主生产、小规模技术和消费节制上。高兹所阐

释的“更少但更好”的“生态理性”是对“越多越好”的“经济理性”的直接回应。其中，“更少”意指

减少劳动投入与资源消耗，减少生产生活领域的物质损耗，降低对自然的影响。“更好”则意指提升产

品的使用性能和耐用程度，生态环境质量更好，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生产条件更好，最终体现为社会整体

的进步。高兹据此主张，“生态理性”的指引可以使“更少生产”通向“更好生活”。 

3.3. 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性”的两面性 

高兹“沿着马克思的思路”[4]，在系统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之危害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少

但更好”的“生态理性”替代方案。然而，“生态理性”在彰显积极意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

消极的一面。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理性”的探讨，其历史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生态理性”作

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现代生态化理论对话的理论产物，虽仅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念，却始终

以破解生态困境为根本指向，为审视环境问题与现代性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第二，“生态理

性”以“更少但更好”的价值取向纠正“越多越好”的偏颇，它关注人的真实需要，关切劳动者在劳动过

程中的幸福体验，重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实际影响。最后，高兹认为“生态理性”就是“社会主义的

以保护生态为根本宗旨的理性”[4]，只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才具备有效化解生态危机的能力。然而，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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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理性”的理论建构并非尽善尽美，其局限性与偏颇之处同样值得审慎审视。第一，

在理性关系的认知上缺乏辩证眼光。经济无法脱离生态一意孤行，生态也同样离不开经济作为支撑。“经

济理性”与“生态理性”并非截然对立，而是互相依赖。高兹在论述真正的社会主义时，甚至明确主张摒

弃“经济理性”，以价值理性取而代之，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忽略了理论间的辩证关系。第二，“生态理

性”取代“经济理性”在实践层面缺乏可行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性”虽在学理层面为审视资本

主义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认知框架，但由于脱离了经济体系的现实支撑、与“经济理性”隔离，始终难

以从理论构想转化为有效的实践力量，因而未能真正破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困局。“运用

生态理性规范经济理性，限制经济理性的辐射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发展”[5]，脱离“经济理

性”支撑的“生态理性”，因缺乏制度载体与实践转化机制而难免沦为乌托邦构想。由此可见，在二者之

间建立辩证融合的通道，仍是亟待破解的理论命题。 

4.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性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发展特征及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质要求[6]。以人民为中心、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要经济发展也要生态保护，这一系列本质规定共同塑造了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发

展方向，并最终升华为统合“更高更优更美”的“生态经济理性”，是“生态约束下的经济理性”，也是

“经济效率支撑的生态理性”，它将生态法则内化为经济决策的“前置程序”和“内在成本”。 

4.1. 以“更高更优”取代“越多越好”：对“经济理性”的超越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前提，以人民主体地位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价值坐

标，其所生成的“生态经济理性”必然超越西方为资本服务、利润至上的“经济理性”。 
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内在统一，关键在于打破以资本逐利为中心的生态现代化路径，在借鉴

西方经验中克服其缺陷。西方生态现代化若回避制度变革，便与西方传统现代化无异，仍将沿袭“越多

越好”的“经济理性”。而资本逐利与“经济理性”恰恰是生态危机与现代化危机的共同根源，在资本主

义制度框架内，三者深度关联。马克思曾指出，西方现代化“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7]。要真正解决

环境问题、化解现代性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变革，从根本上超越资本逻辑的“经

济理性”。“生态经济理性”要求政府、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协调参与。不同于西方“经济理性”以资

本所有者为核心决策者，“生态经济理性”将人民群众置于决策的中心，通过制度化渠道保障公众在生

态环境事务中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政府承担生态红线的制定者与底线守护者角色，市场在绿色

技术创新与资源配置中发挥效率优势，社会组织和公众则构成生态诉求的表达机制与监督力量。三者形

成“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监督”的协同治理结构，实现从“越多越好”转向“更高更优”。“更

高”指向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更优”指向产品品质的改进与产出效益的增强，二者共同构成其核心

内涵，内在地扬弃了“经济理性”单纯追求数量扩张的偏狭。 

4.2. 以“更高更优更美”取代“更少但更好”：对“生态理性”的扬弃 

“生态理性”不应简单排斥“经济理性”，而应坚持对“经济理性”的扬弃。“生态理性”虽与“经

济理性”形成鲜明的对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有所纠正，但难以从根本上破解生态困局，也难以有效

消解现代性生态危机。 
以解决环境问题和化解生态危机为指向的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在主体归属上区别于西方，坚持以人

民为主体，人民群众作为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建设者和建设成果的享有者。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多维协同

推进的“并联式”现代化，其目标指向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其内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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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要求服务于广大人民，满足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对优美生态环境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就要

求遵循“生态阈值优先下的效益最优化”原则。任何经济决策首先通过生态承载力评估，即自然资源的

消耗不得突破生态系统的再生阈值，污染物的排放不得超出环境的自净能力。但既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

价去换取经济增长，也不能以抑制发展为代价维持生态良好，而是既要弘扬“生态理性”保护自然，也

要扬弃“经济理性”推动发展。高兹所倡导的“更少”方案，与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并不吻合。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所要求的，是在更高效率的投入产出、更优质的产品服务供给、更美好的生产生活环

境之间实现多维度协同提升。 

4.3. “更高更优更美”：在辩证否定中生成的“生态经济理性”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生态经济理性”是“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出的更为高级的实践理性，

是伴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正在呈现着的新型理性”[8]。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在结合中国国情、体现

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生成的。 
通过对“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辩证整合，中国式生态现代化孕育出“生态经济理性”这一全

新理念，其核心在于实现生产的高效化、产品的优质化以及生活的美好化。“生态经济理性”并非简单

折中，而是批判地吸收二者的积极成分：一方面，“经济理性”能够激发人的主体能动性，提高生产力，

为经济繁荣提供动力；另一方面，“生态理性”强化了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自觉关怀，为应对生态困境、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价值导向。“生态经济理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了辩证否定，并建构多维

度的绩效评估体系，传统的 GDP 增长率为单一核心指标被扬弃，代之以涵盖经济发展质量、资源利用效

率、生态环境质量及人民生态福祉的综合评价框架，将“更高更优更美”的价值取向转化为可测度、可

比较、可考核的具体变量。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理性建构遵循了辩证否定逻辑，从“经济理性”、“生态

理性”上升到“生态经济理性”，价值取向从“越多越好”、“更少但更好”递进至“更高更优更美”。

这一新型理性秉持马克思的“物质变换”[9]原则，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对自然最轻微的影响进行生产生

活，并以人民福祉为依归，将优美环境视为民生福祉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生态经济理性”与“生态

经济学”“循环经济”在理论指向和功能定位上存在本质区别。“生态经济学”提供了生态约束下的经济

运行规律的认知工具，“循环经济”提供了如何实现减量增效的技术路径，“生态经济理性”则从价值本

源上重构了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基础，将“人们生态福祉”确立为经济发展的终极依归。 

5. 结语 

西方现代化在资本驱动下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亦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

上高扬“生态理性”，却固守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未能挣脱“经济理性”牢笼。以高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

思主义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反生态本质，提出“更少但更好”的替代方案，批判深刻且

富于启迪，但其非此即彼的理性对立观，因缺乏制度依托最终难以摆脱乌托邦色彩。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是在批判吸收两种理性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的“生态经济理性”。既超越了“经济

理性”只顾经济发展的短视，也扬弃了“生态理性”抑制发展求保护的偏向，实现了从“越多越好”、

“更少但更好”到“更高更优更美”的跃迁。可见，能否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内在统一，关键在于

坚持何种制度逻辑与价值立场。“经济理性”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逐利本性；“生态理性”难以独

立发挥作用的症结是缺乏足以支撑其运行的制度基础。“生态经济理性”的根本保障在于社会主义制度

赋予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经济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生态保护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中国式生态现代化的探索，不仅为破解本国生态问题提供了可行路径，也为人类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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